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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框架下,考察了可贸易品部门与不可贸易品部门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利用中国 29个省、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1995-2015年)展开的

经验研究发现:巴萨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但是,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削弱了两部门

相对生产率变动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抑制了巴萨效应的发挥;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高,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

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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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实际汇率决定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研究实际汇率决定的基准模型,Balassa-Samuelson

效应(Balassa,1964;Samuelson,1964,下文简称巴萨效应)认为,长期中,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上升会推动该部门工资的上涨,

如果劳动力在一国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之间可以自由流动的话,这将带来不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上涨,从而推动不可贸易

品部门价格上升。在贸易品部门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假设下,这进一步导致本国不可贸易品部门相对可贸易品部门的价格上升,

内部实际汇率升值,最终导致总体实际汇率升值。 

但是,经验证据却和巴萨效应的理论预测相去甚远。尽管很多研究发现巴萨效应是存在的(Balassa,1964;DeGregorio

等,1994;Ricci等,2013),但是,很多研究发现这一效应的经验测算结果要弱于理论预期(王雪珂和姚洋,2013;Ricci等,2013),一

些经验研究结论甚至不支持巴萨效应(如 Dumrongrittikul和 Anderson,2016)。 

我们应如何解释巴萨效应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反差呢?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实的因素抑制、甚至逆转了巴萨效应。例如,发

展中国家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因改革带来的生产率进步可能会极大地促进产出增长,从而降低了整体价格水平,因此削弱了巴萨效

应。很多学者沿此思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制度约束出发来解释为什么巴萨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抑制。 

与国外研究类似,关于人民币巴萨效应的研究一方面发现巴萨效应是存在的(苏明政和张庆君,2014),另一方面,很多研究开

始集中关注中国二元经济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第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可贸易

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导致国内整体工资水平难以提升,或者导

致两部门之间的工资调整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从而抑制了巴萨效应。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无论劳动力是否存在过度供给,只要它们

无法在城乡间自由流动,那么就会扭曲巴萨效应中的工资传导机制,从而影响巴萨效应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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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已有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尤其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然而,城乡

的划分并不必然地对应着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划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可贸易品部门和

不可贸易品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分割的。如果要深入解释巴萨效应,我们还应深入到理论的本源去。沿袭已有研究思路,

本文旨在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角度解释巴萨效应,但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集中关注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之间

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巴萨效应的影响,这在既有研究中还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 

本文在巴萨效应理论框架下,以中国 29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样本(下文统称为省,样本期:1995-2015 年),经验地考察了

中国各省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之间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下文简称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巴萨效应的影响。研

究发现,巴萨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但各省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确实显著抑制了巴萨效应的发挥。在考虑了包括内生性在内的

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本文因此既是对巴萨效应经验研究的拓展和补充,也是对人民币实际汇率问题研究的有益拓

展。 

二、理论分析 

巴萨效应自提出之日起,便成为研究实际汇率决定的基准模型。这个理论假说的重要结论是,长期中一国可贸易品部门相对

不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该国实际汇率升值。为了引出本文的理论假说,我们需要深入到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和影响

机制中去。 

首先,我们扼要论述巴萨效应的基本思想。巴萨效应认为,当一国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不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后,在假设可

贸易品部门价格服从购买力平价且由世界决定的情况下,这将推动本国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上涨。该理论进一步假设,在一国内

部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之间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因而能自由流动,因此,长期中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上涨将带

动不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同步上涨,直至两部门工资趋同为止。进一步地,如果该国不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话,那

么不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上涨将推动该部门价格的上升。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不可贸易品部门相对可贸易品部门价格上涨,内部

实际汇率升值。由于该理论假设可贸易品部门购买力平价成立,因此,内部实际汇率升值将最终导致该国总体实际汇率升值。这

个理论的影响渠道可扼要归结如下: 

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可贸易品部门工资上升→不可贸易品部门工资上升→不可贸易品部门价格上升→不可贸易品部

门相对可贸易品部门价格上升(内部实际汇率升值)→总体实际汇率升值。 

其次,从上述对巴萨效应理论机制的剖析我们知道,当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之后,可贸易品部门工资上升,如果劳动力在

两部门之间能够自由流动,那么这将推动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上涨,从而推动不可贸易品部门价格上升,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和

总体实际汇率升值。其中,可贸易品部门工资上升推动不可贸易品部门工资上升是巴萨效应的关键一步,如果这里的两部门工资

调整和趋同机制不存在,或者受到阻碍,那么必将影响巴萨效应的发挥。具体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来说,如果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

易品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的话,这实际上就会阻碍、甚至切断两部门之间的工资趋同机制,从而抑制可贸易品部门生

产率的上升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并且,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不可贸易部门工资及价格上涨的阻力就越大,从而对内

部实际汇率升值的抑制作用就越强,巴萨效应就越难发挥。据此分析,可将本文待检验的理论假说归结如下: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

割程度越高,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就越大。 

三、研究设计 

1.研究设计和样本 

本文首先考察巴萨效应的存在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否抑制了这一效应。为此,我们首先考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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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准模型回归: 

 

其中,irer 是自然对数表示的内部实际汇率,它等于不可贸易品部门价格与可贸易品部门价格之比,指标上升表示内部实际

汇率升值,反之则表示贬值。指标的具体测算见下文说明。rlp 是自然对数表示的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

率,数值上升表示相对不可贸易品部门而言,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control 是控制变量,vi 表示不可观测的省份固定效

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根据巴萨效应假说,α1的符号为正。 

为了考察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巴萨效应的影响,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ilms)与相对

生产率指标的交乘项,将基准模型改写为: 

 

其中,int 是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与相对生产率指标的交乘项。我们用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不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的

离差百分比作为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理变量(具体测算见下文说明)。指标数值越高,表示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

反之则表示劳动力流动性越强。根据本文的理论假说和对交乘项指标的设定,β的符号应该为负。 

出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本文没有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也没有包括重庆和西藏两个地区,因此,最终样本只包括中国 29个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本文的样本期为 1995-2015年,这一设定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 1992-1994年以后中国基本实现了价格市场化改革,这在很大

程度上削弱了价格管制因素对巴萨效应的影响;二是 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结束了中国实行多年的多重汇率实践,在最大程

度上削弱了复汇率和多重汇率体制对巴萨效应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测算方法 1 

(1)被解释变量:内部实际汇率。 

关于巴萨效应的经验研究大多直接采用总体实际汇率(如双边实际汇率或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王雪珂和姚

洋,2013;Du等,2013;Ricci等,2013;Dumrongrittikul和 Anderson,2016;Bordo等,2017),但从巴萨效应理论本身来说,我们应该

考察的是相对生产率的变动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因为巴萨效应认为,一国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提升首先改变的是不可贸易

品部门的价格水平,从而影响内部实际汇率,最终才影响总体实际汇率。因此,从理论本身来说,我们认为使用代表总体实际汇率

的指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难以判断巴萨效应究竟是由贸易品实际汇率变化推动的,还是由内部实际汇率变化推动的。 

出于这种考虑,很多研究直接使用内部实际汇率指标来检验巴萨假说 (DeGregorio 等,1994;Du 等,2013;Cardi 和

Restout,2015)。另外,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因此,我们也采用内部实际汇率来检验巴萨效应。 

使用内部实际汇率进行经验研究时,我们首先必须划分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目前,国内外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时,形

成了四类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划分结果:一,将第二产业划分为可贸易品部门,将服务业划分为不可贸易品部门;二,将

第二产业中的工业视为可贸易品部门,将服务业划分为不可贸易品部门(苏明政和张庆君,2014);三,将工业中的制造业视为可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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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品部门,仍然将服务业视为不可贸易品部门;四,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细分为多个子行业,然后再根据各个子行业的可贸易性

比率高低,将各子行业分别归入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部门(Dumrongrittikul和 Anderson,2016)。 

借鉴既有研究方法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将各省第三产业视为不可贸易品部门,将第二产业视为可贸易品部门。我们

分如下几步测算各省的内部实际汇率:首先,利用各省二、三产业的现价增加值数据和增加值指数计算得到各省二、三产业的可

比价增加值;其次,用现价增加值除以可比价增加值得到各省二、三产业的价格指数,然后将得到的价格指数转换为以 1994 年为

基期的定基比价格指数;最后,用第三产业定基比价格指数除以第二产业定基比价格指数并乘以100,得到以1994年为基期的各省

内部实际汇率指数。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将该指数序列取自然对数。 

(2)相对生产率(rlp)。 

经验研究文献中生产率主要有 3 类代理变量:一是人均实际 GDP;二是劳均增加值或劳均产出;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第一种指

标由于数据易得为很多研究采用。但该指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巴萨效应,因为该指标在衡量了生产率的同时,可能还涵盖

了需求面因素的影响。第三种指标因数据难以获取,因此在经验研究中应用不广。虽然第二种指标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经济

萧条或衰退期时,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来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快),但因为计算简便且数据易得等原因,在经验研究中比较流行。 

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采用劳均增加值作为生产率指标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计算步骤如下:首先,我们

利用测算内部实际汇率过程中得到的各省二、三产业的现价增加值除以各自的定基比价格指数,得到各省二、三产业实际增加值;

其次,用各省二、三产业实际增加值数据除以二、三产业的就业得到以劳均增加值表示的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

率指标;再次,用各省第二产业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生产率并乘以 100,得到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不可贸易品部门的相对生产率指标;

最后,对得到的相对生产率指标取自然对数。 

(3)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ilms)。 

根据巴萨效应,如果劳动力在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那么这将导致两部门工资趋同。当可贸易品部

门生产率上升推动该部门工资上涨后,因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在长期内这会导致不可贸易品部门工资上涨,从而导致

两部门工资趋同。因此,不论两部门之间劳动力因何种原因而不能自由流动,这都会导致两部门工资难以趋同,从而直接导致劳动

力收入的差距和不平等。因此,我们利用两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作为两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理变量。 

具体而言,我们用各省可贸易品部门(第二产业)与不可贸易品部门(第三产业)平均工资之差的绝对值占不可贸易品部门平

均工资之比作为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ilms)的代理变量,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aw2和 aw3分别表示可贸易品部门(第二产业)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第三产业)的平均工资。指标取值为 0,说明两部门之间

不存在市场分割,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两部门之间工资差距越高,两部门之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高,劳

动力自由流动程度越低。在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中,由于第三产业中住宿和餐饮业、信息运输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等 4 个行业平均工资数据缺失严重,因此我们计算了两个第三产业平均工资指标,一个指标没有剔除这 4 个数据缺

失严重的行业,另一个指标则剔除了这些行业,由此我们也得到了两个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ilms1和 ilms2),第一个指标在计算第

三产业平均工资时没有剔除住宿和餐饮业等 4个数据缺失严重的行业,第二个指标则做了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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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控制变量。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我们引入如下变量以控制它们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 

政府消费(govc)。政府消费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方向不确定:一方面,如果政府消费主要以不可贸易品为主的话,那么政府

消费的增加会提高对不可贸易品的需求,从而导致不可贸易品相对于可贸易品价格的上升,进而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另一方

面,如果政府消费主要以可贸易品为主的话,那么,政府对可贸易品的消费会提高可贸易品价格,导致内部实际汇率贬值(Ricci

等,2013)。我们用支出法下各省政府消费与各省 GDP之比作为政府消费的代理变量,以控制该因素的影响。 

金融发展(fd)。通常来说,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的创新效率和资本积累,导致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最终通过巴萨效

应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借鉴既有研究对金融发展程度的测算(张璟和刘晓辉,2015),我们使用各省信贷总量(中外资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与其 GDP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 

贸易开放度(open)。贸易开放度直接影响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需求结构,从而通过影响两类产品的价格影响内部实际汇率:

贸易开放度越高,可贸易品部门竞争越充分,可贸易品价格因此下降,从而导致不可贸易品相对可贸易品的价格提升,内部实际汇

率升值。 

我们通常采用一个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的 GDP之比测算贸易开放度。但是,地区面积和人均 GDP会对贸易开放度产生

一定的影响:土地面积大、人均 GDP 高的地区可能对外贸需求低,贸易开放度反而较低(盛斌和毛其淋,2011)。考虑到这个影响,

我们借鉴盛斌和毛其淋(2011)的方法,使用各省人口和 GDP调整贸易开放度指标。为此,我们首先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toit是各省进出口占 GDP 的比率,即未经调整的贸易开放度指标,gdpit和 poit分别为 i 省在第 t 年的实际 GDP 和人口规

模,μit为随机误差项。根据回归结果可得到经人口、GDP 和人均 GDP 调整后的贸易开放度:openfit=exp(toit-uit)。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造调整的贸易开放度指标(open)作为本文使用的贸易开放度指标。该指标设定为:openit=toit/openfit。 

基础设施(infra)。基础设施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方向不确定: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增加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

产品价格,导致内部实际汇率贬值;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增加会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Du等,2013)。 

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基础设施存量: 

 

其中,Kit为 i 省在 t 期的基础设施存量,δ 为折旧率,取值 6.9%(胡李鹏等,2016)。Iit为历年新增基础设施投资。1994-2003

年间,我们使用国民经济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数据衡量;而 2004-2015年间,我们则使用相关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 Iit。在

计算基础设施存量时为保证相关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利用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把相关行业的资本存量均调整为以 1994 年

为基期的水平。由于 2003 年行业统计口径出现变化,因此 1994-2003 年对基础设施存量的考察集中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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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3 个行业,2004 年之后,基础设施由“电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4个

行业构成。 

就业率(emr)。工资收入是家庭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业率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家庭的工资收入:就业率越高,家庭可支

配收入也越高,从而带来家庭消费需求的增加。家庭消费需求的增加如果更多地以可贸易品为主,那么会导致可贸易品价格的提

高,内部实际汇率贬值;反之,如果家庭消费需求的增加更多地以不可贸易品为主,则可能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我们用各省总

就业人数与其总人口的比值作为就业率的代理指标。 

人口自然增长率(growr)。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会带来一国或地区劳动人口的增加,从而抑制工资增长,由此导致企业生产成

本的降低,进而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上升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方向则显然取决于产品价格下降过程中不可

贸易部门与可贸易部门相对价格的变化。 

投资率(invt)。投资率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方向也不确定:一方面,投资率上升会提高工资水平,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产品

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投资率越高对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需求越高,从而推高两部门产品价格。但很显然,投资率对内部实际

汇率的影响方向最终仍要取决于成本上升和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上涨究竟对可贸易品还是不可贸易品部门的价格影响的哪一个

效应更大。我们用各省现价投资额占其 GDP的比重作为投资率的代理指标。 

性别比率(sex)。性别比例上升,表明男性人口相比女性人口来说越多,这会通过储蓄和有效劳动供给两个渠道导致内部实际

汇率贬值。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如果男性人口的相对上升也会导致适婚年龄男性的相对上升,从而引致住房需求的增加,这反

而会提高不可贸易品价格,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王雪珂和姚洋,2013;Du等,2013)。因此,性别比率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方向

也不确定。 

四、经验证据 

1.参数估计 

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采用组内估计量估计回归参数。之所以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有如下四个原因:一,包括相对生

产率、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交乘项在内的主要解释变量的组内标准差高于组间标准差;二,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中国 29个省的省际

面板数据,这很难视为是从总体中随机抽样的结果;三,本文使用的是加总数据,在此情况下固定效应参数估计比随机效应参数估

计更可信;四,我们对 PooledOLS、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也表明(参见表 1-5 中的 F 统计量、B-PLM 统计量和 S-H 统计

量),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本文的数据结构。 

2.巴萨效应 

在估计模型(1)时,我们首先不引入任何控制变量,仅仅将内部实际汇率对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列于表 1第(1)

列。结果表明,两部门相对生产率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不仅统计上显著,而且符号也符合理论预期。在影响的数量效应上,两部

门相对生产率每提高 1%,将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 0.41%。但引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大幅度下降至 0.170,意味着两部门相对

生产率每提高 1%,将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 0.17%。这个结果和很多跨国经验研究的结果比较一致(Ricci等,2013),与 Du等(2013)

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测算也比较接近,但略高于苏明政和张庆君(2014)的估计结果。尽管巴萨效应存在,但这个影响效应是比较

小的,很难解释长期中内部实际汇率的变化。 

3.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巴萨效应 



 

 7 

我们的理论分析认为,现实中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抑制了巴萨效应的发挥,这导致基准模型回归中两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

难以充分解释长期中内部实际汇率的变化。下面我们利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正式检验这一理论假说。 

(1)初步验证。 

为了初步检验我们的理论分析,我们首先根据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将样本划分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和劳动力市

场分割程度低两个子样本:如果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高于其样本中位数,则归入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子样本,反之则归入

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低的子样本。然后我们对模型(1)进行分样本回归。 

根据我们的理论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低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中,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不仅在统计上应显著为正,

而且其系数也应该大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子样本。表 1中第(3)-(4)列是根据第一个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ilms1)分样本回

归的结果,第(5)-(6)列则是根据第二个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ilms2)分样本回归的结果。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劳动力市场分割

程度低的子样本回归中,相对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不仅数值上大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子样本,而且其系数在统计上也都是显

著为正的(我们还通过构建虚拟变量回归,更严谨地检验了这两个系数的大小。结果表明第(3)列相对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

第(4)列结果)。 

(2)引入交乘项的检验。 

我们现在通过引入交乘项,利用模型(2)正式检验我们的理论假说。回归结果列于表 2第(1)-(2)列。结果第(1)和(2)列结果

表明,利用两个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与相对劳动生产率相乘得到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第一,两部门相对劳动生

产率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或者说巴萨效应,受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显著影响;第二,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高,

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就越强。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以表 2 中第(1)列回归结果为例,如果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上升到

2.20(=0.191/0.087),即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达到不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的 3.2 倍时,巴萨效应将完全消失。但从本文的样

本来看,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大约是不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的 1.1 倍,最高约为 1.45 倍,远远达不到 3.20,因此,巴萨效应不

会完全消失。 

表 1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 

按部门间劳动力分割程度分子样本回归 

分割程度低 分割程度高 分割程度低 分割程度高 

(1) (2) (3) (4) (5) (6) 

rlp 0.410*** 0.170*** 0.142** 0.116* 0.161** 0.088 

 
(0.046) (0.059) (0.068) (0.064) (0.071) (0.068) 

govc 
 

-0.664* -0.680* -0.309 -0.671* -0.330 

  
(0.361) (0.385) (0.289) (0.368) (0.269) 

fd 
 

0.294*** 0.334*** 0.303*** 0.339*** 0.299*** 

  
(0.050) (0.073) (0.068) (0.063) (0.066) 

open 
 

0.181** 0.119 0.213*** 0.0740 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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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277) (0.069) (0.270) (0.078) 

infra 
 

0.050** 0.060** 0.045** 0.058** 0.048** 

  
(0.019) (0.025) (0.022) (0.023) (0.020) 

emr 
 

0.190 0.607 0.145 0.731* -0.136 

  
(0.300) (0.441) (0.325) (0.361) (0.280) 

growr 
 

-0.020*** -0.012 -0.017** -0.010 -0.016** 

  
(0.007) (0.008) (0.008) (0.009) (0.007) 

invt 
 

-0.126 -0.114 -0.065 -0.156 -0.061 

  
(0.099) (0.152) (0.103) (0.121) (0.124) 

sex 
 

1.234 -2.225 4.030
**
 -2.264 4.162

***
 

  
(1.649) (1.869) (1.458) (1.642) (1.535) 

N 609 609 305 304 305 304 

组内 R2 0.360 0.640 0.680 0.653 0.683 0.656 

F统计量 26.13*** 18.91*** 11.55*** 13.09*** 11.41*** 15.26*** 

B-PLM统计量 1396.54*** 990.88*** 335.23*** 237.66*** 382.21*** 254.60*** 

S-H统计量 19.367*** 17.662** 17.938** 42.335*** 34.984*** 53.062*** 

 

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巴萨效应的抑制程度。我们仍然以第(1)列回归结果为例进行说明。该结果表

明,两部门相对生产率对内部实际汇率影响的弹性系数或边际效应取决于两部门相对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和部

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用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rer 和 rlp 分别是内部实际汇率和两部门相对生产率的自然对数。这个表达式再现了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巴萨效

应的经验影响。我们关注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ilms1)分别取 0、0.1和 0.2时的情形。当 ilms1=0时,部门间劳动力自由流动,

此时两部门相对生产率每上升 1%将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 0.191%;当 ilms1=0.1时,由于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此时两部门相对

生产率每上升 1%将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 0.182%。相比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形来说,此时部门间劳动市场分割导致相对生产率

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被低估了 4.56%;当 ilms1=0.2时,两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 1%将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 0.174%,这造成

部门间劳动市场分割将导致相对生产率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被低估 9.1%(利用第(2)列回归结果计算得到的低估程度略高)。 

表 2引入交乘项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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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交乘项 交乘项去中心化 同时引入劳动力流动性 

(1) (2) (3) (4) (5) (6) 

rlp 0.191*** 0.191*** 0.175*** 0.176*** 0.246*** 0.249*** 

 
(0.057) (0.056) (0.062) (0.061) (0.071) (0.068) 

int1 -0.087*** 
 

-0.642* 
 

-0.606* 
 

 
(0.019) 

 
(0.332) 

 
(0.343) 

 

int2 
 

-0.091*** 
 

-0.633* 
 

-0.654* 

  
(0.020) 

 
(0.338) 

 
(0.346) 

ilms1 
    

2.740 
 

     
(1.738) 

 

ilms2 
     

2.960 

      
(1.7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09 609 609 609 609 609 

组内 R2 0.669 0.667 0.648 0.647 0.674 0.673 

F统计量 21.65*** 21.44*** 19.72*** 19.67*** 22.23*** 22.12*** 

B-PLM统计量 1144.66*** 1144.69*** 974.84*** 988.25*** 1121.43*** 1140.98*** 

S-H统计量 48.311*** 59.945*** 28.758*** 25.576*** 96.384*** 115.107*** 

 

由于模型(2)的回归结果(1)和(2)引入了交乘项,因此我们难以直观地解释相对劳动生产率(rlp)回归系数的经济含义。为了

解释相对劳动生产率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大小,我们对交乘项做了去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列于表 2第(3)-(4)列。回归结果表

明,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处于样本均值附近时(ilms1和 ilms2的样本均值分别为 0.099 和 0.095),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 1%将分

别导致内部实际汇率升值 0.175%和 0.176%。这个影响程度和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是非常接近的(0.170%)。此外,去中心化的回归

结果也再次证明了本文的理论假说: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就越强。 

(3)稳健性检验。 

我们同时考虑了如下 5 个稳健性检验:第一,同时引入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和交乘项;第二,按两部门平均工资高低分样本回

归;第三,重新定义不可贸易品部门;第四,考虑内生性;第五,分区域检验。我们一一说明如下。 

第一,同时引入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和交乘项进行回归,结果列于表 2第(5)-(6)列。我们看到,引入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后,

虽然交乘项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仍然显著,但其标准误急剧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乘项回归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同时也说

明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标与交乘项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初步的统计描述表明,两个交乘项指标与各自对应的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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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分割指标的相关性均高达 0.995(两个交乘项指标与另一个核心解释变量——相对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均略低于 0,因此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但无论如何,最终的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理论预测: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抑制了巴萨效应

的发挥。 

第二,按两部门平均工资高低划分子样本。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测算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时,都对两部门平均工资的差

异取了绝对值(见公式(3)),然而,理论上来说,当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推动该部门工资上升之后,如果劳动力在两部门

之间自由流动,那么不可贸易品部门工资也将上升至与贸易品部门工资相等的水平。但是,恰恰由于两部门之间劳动力市场分割

导致了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不能自由流动,从而抑制了两部门之间的工资趋同。从这里的分析可知,在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

提高后,实际上可贸易品部门工资是高于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因此,我们利用两部门平均工资测算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时,不应

对两部门平均工资之差取绝对值,或者说,我们应只考虑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高于不可贸易品部门的情形,然后考察这种情形

是否抑制了巴萨效应的发挥。而当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低于不可贸易品部门时,由此衡量的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太可能影

响巴萨效应。为验证这些理论推测,我们按照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是否高于不可贸易品部门分样本对模型(2)进行回归。表 3

第(1)-(4)列报告了回归结果。 

表 3按两部门平均工资高低分样本回归和重新定义不可贸易品部门 

 

按两部门平均工资高低分样本回归 

重新定义不可贸易品部门 

aw2>aw3 aw2<aw3 aw2>aw3 aw2<aw3 

(1) (2) (3) (4) (5) (6) 

rlp 0.176** 0.151* 0.205** 0.163** 
  

 
(0.078) (0.077) (0.079) (0.077) 

  

int1 -0.097*** 0.017 
    

 
(0.020) (0.030) 

    

int2 
  

-0.105*** 0.036 
  

   
(0.020) (0.030) 

  

rlp13 
    

0.098** 0.100** 

     
(0.047) (0.046) 

inta13 
    

-0.059
***
 

 

     
(0.016) 

 

intb13 
     

-0.059*** 

      
(0.01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86 323 279 330 609 609 

组内 R
2
 0.672 0.723 0.646 0.722 0.685 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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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统计量 17.32*** 9.72*** 13.51*** 11.03*** 22.52*** 22.34*** 

B-PLM统计量 460.98*** 230.31*** 364.73*** 255.91*** 1222.85*** 1222.85*** 

S-H统计量 36.779*** 31.199*** 54.135*** 26.026*** 24.562** 23.571*** 

 

表 3第(1)列和第(3)列报告了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高于不可贸易品部门时模型(2)的回归结果,结果再次说明,部门间劳动

力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了巴萨效应的发挥。表 3第(2)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交乘项系数改变了符号,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支持了我们的理论推测:当可贸易品部门平均工资低于不可贸易品部门而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影响巴萨效应的发挥。 

第三,重新定义不可贸易品部门。一些研究将中国的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也视为不可贸易品部门(Dumrongrittikul 和

Anderson,2016),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视为不可贸易品部门,在重新计算内部实际汇率、两部门相

对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交乘项等指标的基础上,对模型(2)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报告于表 3 第(5)-(6)列中。由表 3

结果(5)和(6)两列可见,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统计上显著为正,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的同时,也符合我们的理

论预期。因此,结果再次表明我们的结论成立,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抑制了巴萨效应的发挥。 

第四,内生性。我们采用两个方法处理因果关系颠倒所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将除性别比例之外的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

变量滞后一期,对模型(2)进行回归。我们认为,各省的性别比例不太可能受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因此没有将该指标滞后。二,将

滞后1期和滞后 2期的交乘项作为交乘项本身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除了性别比例变量外,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仍滞后1期)。

表 4 报告了回归结果。回归结果再次证明了本文的理论推测是成立的,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就

越大。 

表 4内生性检验 

 

滞后 1期 工具变量(IV)回归 

(1) (2) (3) (4) 

rlp 0.174*** 0.176*** 0.170*** 0.174*** 

 
(0.060) (0.058) (0.062) (0.061) 

int1 -0.070*** 
 

-0.088*** 
 

 
(0.021) 

 
(0.025) 

 

int2 
 

-0.082*** 
 

-0.111*** 

  
(0.021) 

 
(0.0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580 580 551 551 

组内 R2 0.607 0.611 0.608 0.609 

F统计量 19.7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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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LM统计量 1021.59*** 1043.84*** 
  

S-H统计量 45.393*** 46.166*** 
  

HansenJ统计量 
  

0.113 0.538 

 

第五,分区域检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各个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地理环境、文化习惯以及经济发展程度

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中国不同的区域中,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是否也有所差异呢?为了进一

步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按照已有的研究结论,将样本中 29 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回归 2(表 5)。

表 5的结果表明,各交乘项回归系数统计上显著为负,这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结论。但我们也注意到,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不同区域的

子样本中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是存在差异的:在中部地区,这种抑制作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则最弱。 

表 5分区域检验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rlp 0.129** 0.122** 0.011 0.038 0.278** 0.280** 

 
(0.055) (0.053) (0.186) (0.194) (0.116) (0.110) 

int1 -0.085** 
 

-0.114** 
 

-0.070* 
 

 
(0.028) 

 
(0.037) 

 
(0.037) 

 

int2 
 

-0.086** 
 

-0.104** 
 

-0.078** 

  
(0.030) 

 
(0.037) 

 
(0.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31 231 168 168 210 210 

组内 R2 0.858 0.857 0.570 0.554 0.657 0.658 

F统计量 14.43
***
 14.67

***
 19.32

***
 18.01

***
 14.69

***
 14.64

***
 

B-PLM统计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Hausman统计量 74.07*** 79.72*** 74.44*** 71.69*** 81.66*** 81.49*** 

 

五、结论 

近年来的经验研究文献发现,巴萨效应难以很好地解释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可贸易品部门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与实际汇

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为了解释巴萨效应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巨大反差,一些研究着眼于各种需求端因素(如政府支出、移民汇

款等)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需求端因素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更多的研究则仍然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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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效应的理论框架,考察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保护等劳动力市场摩擦因素对巴萨效应的影响。 

本文遵循既有研究的传统和框架,考察了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之间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巴萨效应的影响。研

究认为,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严重,对巴萨效应的抑制作用就越大。利用中国 29 个省(1995-2015 年)样本进行的

经验检验也有力地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这就从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角度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巴萨效应的经验测算结果要

弱于理论预期。因此,本文既是对巴萨效应经验研究文献的有益补充,也是对从劳动力市场摩擦因素考察巴萨效应的理论和经验

研究文献的重要拓展。 

根据巴萨效应的理论预测,一国经济在成长和追赶过程中,伴随着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相对上升,该国货币将经历实际升

值的过程。如果实际汇率能显著影响宏观经济的外部均衡,那么经济追赶和成长过程中伴随的实际汇率升值无疑将对中国的外部

均衡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部门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却可能抑制这种影响,根源在于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会抑制巴萨效应的发

挥,抑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随两部门相对生产率上升而出现的升值幅度。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也可能显著影响中国宏观

经济的外部均衡。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说,破除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促进部门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中国外部经济的均衡也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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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数据均来自 CEIC数据库和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2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